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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土地利用冲突多尺度时空演化与多情景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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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地利用冲突是区域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客观问题，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影响。 识别、测度

区域土地利用冲突，明晰其时空演化格局，有助于优化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以重庆市为例，基于景

观格局构建了土地利用冲突测度模型，从县域、镇域以及格网 ３ 个尺度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了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土地利用冲

突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耦合多目标规划（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ＭＯＰ）⁃斑块生成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Ｐｔａｃ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ＬＵＳ）模拟了重庆市 ２０３０ 年不同发展情景下土地利用冲突格局。 结果表明：（１）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县

域、镇域与格网不同尺度下的土地利用冲突格局具有较大相似性，不同尺度的土地利用重度冲突区主要分布在重庆中心城区及

周边地区，区县建成区。 土地利用一般冲突区主要分布于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 研究期内土地利用冲突有所加剧，其中土地利

用重度冲突区占比增加了 ３．０９％。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重庆市土地利用冲突区主体位于乡村地域，但冲突程度较低，随着工业

化、城市化进程及人口的集聚，２００５ 年后土地利用冲突热点区域的城市地域集聚效应显著，城市及周边地区土地利用冲突区面

积和土地利用冲突度均显著提升。 （３） 区域土地利用冲突空间格局不仅受到了人为经济社会活动的驱动影响，在空间格局上

受自然生态环境基底影响显著，其中地形地貌的限制加剧了土地利用重度冲突区。 （４）不同发展情景模拟中经济优先发展情

景下土地利用冲突最为严重，生态优先发展情景下土地利用冲突最小，可持续发展情景兼顾了经济和生态发展的用地需求，土

地利用冲突强度处于中间范围，但区域发展总福利最大，是未来区域发展路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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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ｂｕｔ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ＰＬＵＳ ｍｏｄｅｌ； ｍｕｌｔｉ⁃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土地利用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１］。 土地系统在人类生存环境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是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和重要资源［２］。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土地利用需求量急剧扩大并趋向

多元化，有限的土地资源面临着巨大配置压力，出现了耕地质量降低、土地资源浪费及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失衡

等一系列土地利用冲突问题，对经济社会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３—４］。 土地利用冲突通常是有限

的土地资源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土地资源需求间的不匹配不平衡矛盾的体现［５］，作为土地利用过程中

客观存在的一种矛盾，贯穿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并发生着不同的变化［６］。 在不同阶段由于人们

对于土地资源的需求不同，土地利用冲突程度及其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也有所不同［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以城市经济发展为中心，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迅速，用

地规模急剧扩张，侧重经济发展重心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发展引起的土地利用冲突及其所带来的生态环

境负面效应，导致生态空间被不断侵占［８］，加剧了土地利用冲突的负面综合效应。 当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及粮食安全的时代背景下，土地利用开始逐渐显现向生态用地和农业用地的转变，这也必然会引起土地利

用在功能和空间上交叉和重叠［５］，甚至加剧土地利用冲突。 土地利用可视作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映射，而土

地利用冲突问题则可视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同土地利用主体综合作用的结果。 目前，关于土地利用冲突概

念的界定学界尚未明确统一［４］，但相关概念在本质上都反映了不同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在土地资源开发和土地

利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权益矛盾、竞争和冲突［９］。 不同土地利用利益主体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认知

差异加剧了土地利用冲突的产生，放大了土地利用冲突的负面影响［１０—１１］。 土地利用冲突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土地资源高效利用，乃至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威胁区域粮食安全乃至国土空间安全［１２］。
土地利用冲突问题很早便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１９７７ 年英国乡村协会组织就将土地利用冲突

作为研究的重点，如 Ｃｒｕｚ⁃Ｄａｒａｖｉñａ 等研究了城市规划中由于政府非法占用而产生的土地利用冲突［１３］。
Ｈｊａｌａｇｅｒ 基于媒体内容分析了丹麦沿海旅游业发展的土地利用冲突问题［１４］ 等。 国内土地利用冲突相关研究

始于 ２００１ 年［１５］，土地利用冲突主要表现为城市发展及更新过程中建设用地与居民用地间的冲突［１６］、城市不

断扩张侵占耕地与农业发展的冲突［１７］以及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５］ 等方面。 研究方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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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受技术限制，多数研究采用定性方法或者经验性方法识别土地利用冲突，如专家评估、公众参与式调查、
博弈论等，还有学者利用 ＰＳＲ 模型来测度土地利用冲突的强弱，早期研究在空间上难以确定土地利用冲突发

生的位置［１８—２０］。 随着遥感、ＧＩＳ 等技术发展，景观格局指数法和土地利用变化综合指数法等方法，被广泛应

用于土地利用冲突研究［２１—２３］。 研究尺度上，多基于格网单一尺度为主［２４—２６］。 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土地

利用冲突测度与识别［３，２４］、土地利用冲突影响因素探究与影响机制［２７］以及土地利用冲突缓解机制研究［２８］ 等

方面。 整体上，国内外土地利用冲突的研究多集中在沿海与平原等经济发达地区、快速城市化地区及矿粮、矿
地复合区［２１，２４，２９］，已有研究较少关注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山地地区，在研究中较少关注地形地貌对土地利用

冲突格局的影响。 现有研究多从单一尺度开展，鲜有从不同尺度测度同一地区的土地利用冲突强度。 不仅如

此，已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现状评价，缺乏对未来不同发展情景下土地利用冲突演变模拟和预测研究。 对未来

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冲突的模拟与预测，可为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提供有效参考。
目前，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城市规模急剧扩张，而受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影响，西部地区土

地资源禀赋差、地少人多、生态本底脆弱，土地利用冲突问题更为显著。 如何有效识别土地利用冲突，确定区

域国土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的发展方向，明确国土空间开发合理方向，就成为有效缓解乃至解决土地利用冲突，
协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置条件。 重庆市是我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是长江上游

最大的经济中心、是国家城乡统筹试验区和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山地丘陵占比高，属典型的山地高密度城市

形态。 直辖以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城乡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显著，经济社会发展与生

态空间用地冲突日益显著。 因此，本研究以重庆市为例，基于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构建了土地利用冲突识别模

型，从格网微观、乡镇局部以及县域宏观等三个尺度全面和系统地分析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间土地利用冲突

时空演化特征，解析其土地利用冲突演变规律，并耦合 ＭＯＰ⁃ ＰＬＵＳ 模拟 ２０３０ 年重庆市不同发展情景下的土

地利用冲突格局，以期为区域国土资源空间优化配置提供参考，缓解区域人地矛盾，进而促进区域土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中国西南地区，面积约为 ８．２４×１０４ｋｍ２，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１０５°１１′—１１０°１１′和北纬 ２８°１０′—
３２°１３′。 气候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热冬暖，雨热同期。 重庆市是长江上游最大的中心城市，长江上游重

要的产业、人才、科教和工商基地，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通江达海的综合交通枢纽。 重庆下辖 ３８ 个区县，２０２０
年末常住人口为 ３２０８．９３×１０４人，地区生产总值为 ２．５ 万亿元，较于 １９９７ 年增加了 ２３４７７．５３ 亿元。 土地利用

类型以耕地和林地为主。 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城市规模化急剧扩张，城镇化率由 １９９７
年的 ３１％增长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６９．５％，区域发展用地矛盾日益激化。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山地占比高，具有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特殊市情，城市发展对高质量土地的需求与相对缺乏的土地资源

矛盾日益严重，给重庆市发展造成了重要影响，进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故本研究选取重庆市作为研究地，具
有较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为研究年限，采用的 ６ 期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

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共计 ５１１０×４８７２ 个网格单元，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ｍ。 参考已有分类标准［３０］，将其

分为 ６ 大类：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

汇编（２０２１）》《重庆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土地利用冲突指数

土地利用系统具有复杂性、脆弱性和动态性特点［２１］，分析土地利用冲突则需从土地利用的复杂性、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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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动态性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参考相关研究成果［２１］，将基于景观格局的土地利用冲突指数模型抽象为

“复杂性＋脆弱性＋（－）动态性（稳定性）”，并借鉴其计算方法进行相关指数的测算，具体指数见表 １。 对研究

区土地利用冲突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消除不同指标间的量纲差异。

表 １　 土地利用冲突指数计算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 ｕ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ｄｅｘ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名称
Ｎａｍｅ

计算公式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

意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

复杂性指数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ＷＭＰＦＤ ＝ ∑
ｍ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２ｌｎ （０．２５ Ｐｉｊ）
ｌｎａｉｊ

×
ａｉｊ

Ａ[ ]
反映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大小，表征评价单元

内斑块的复杂性［２１］ 。 式中， Ｐｉｊ 为斑块周长， ａｉｊ 为斑块面

积， Ａ 为空间单元总面积， ｍ 为评价单元总数， ｎ 为景观类
型数。

脆弱性指数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ＦＩ ＝ ∑

ｎ

ｉ ＝ １
Ｆｉ ×

ａｉ

Ａ

反映土地利用系统对外界压力的响应程度［２６］ 。 Ｆｉ 为各类

景观的脆弱性指数，借鉴前人研究成果［２１，２６］ ，该值分别为
建设用地 ６，未利用地 ５，水域 ４，耕地 ３，草地 ２，林地 １。 ａｉ

为评价单元内各类景观面积。
稳定性指数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ＳＩ ＝ １ － ＰＤ ＝ １ －

ｎｉ

Ａ
借助斑块密度负面反映景观的稳定性，表征风险效应［２２］ 。
ＰＤ 为斑块密度， ｎｉ 为评价单元内第 ｉ 类斑块数目。

土地利用冲突指数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ｄｅｘ ＬＵＣＩ＝ＡＷＭＰＦＤ＋ＦＩ－ＳＩ

反映评价单元内土地利用冲突，值越大则冲突越强。 参考

周国华等［２９］的研究，根据土地利用冲突指数的累计频率
曲线分布特征和空间冲突呈倒“Ｕ”型演变规律，将研究区
土地利用冲突指数进行划分。

２．２　 评价单元划分

从格网微观尺度、镇域局部尺度和县域宏观尺度 ３ 个不同尺度解析土地利用冲突的演化过程，旨在全面

系统的识别并分析土地利用冲突的演化规律。 由于乡镇和县域的划分变化较大，本研究以 ２０１９ 年的重庆市

行政区划为准，共计得到 １０１７ 个乡镇评价单元和 ３８ 个县级评价单元。 由于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软件计算的各类景观指

数结果对格网尺度大小的依赖性较高［２５］，同时为了避免研究区的空间单元过于破碎，本研究对比了 １ｋｍ×
１ｋｍ，２ｋｍ×２ｋｍ，…，１０ｋｍ×１０ｋｍ 共计 １０ 个不同尺度上的土地利用冲突指数。 发现格网为 ６ｋｍ×６ｋｍ 时，格网

面积大，导致无法详细表征土地利用冲突情况。 当格网为 ５ ｋｍ×５ ｋｍ 时，土地利用冲突的空间分布特征能够

较好的呈现。 同时，相关景观指数尺度识别研究结果［３１］也显示，５ｋｍ×５ ｋｍ 的格网单元可全面反应研究区景

观格局信息。 故文章最终确定 ５ｋｍ×５ｋｍ 为最佳格网划分尺度，共计得到 ３６３９ 个评价单元。 在研究区边界未

布满整个网格单元的，按照整个网格单元面积的形式参与计算。
２．３　 ＭＯＰ⁃ＰＬＵＳ 模型

ＭＯＰ 算法是数学规划的一个分支，能够实现一个目标在给定区域上的最优化，特别是当考虑宏观政策

时［６］，可以解决复杂系统中目标相互冲突的问题。 通过设置不同情景下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实现多目

标下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进而支持区域用地需求决策。
ＰＬＵＳ 模型是一种新的模拟土地利用变化的模型，它可以挖掘土地利用变化的诱因，并且实现景观的动

态精准模拟，弥补了传统模拟模型的不足，更有利于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实现空间上的优化［３２］。 ＰＬＵＳ 模型还

可与 ＭＯＰ 算法耦合，ＭＯＰ 算法设置了 ３ 种发展情景，利用研究区土地利用数据和约束条件，则可以实现数量

上的优化。 耦合 ＭＯＰ 算法与 ＰＬＵＳ 模型构建了 ＭＯＰ⁃ＰＬＵＳ 模型，其模拟结果能够更好的实现土地利用结构

和土地利用数量的优化，可更好的推进土地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图 １）。 ＭＯＰ⁃ＰＬＵＳ 模型的土地利用变化驱

动因子和限制因子的选取参考相关研究［３３—３４］进行设置（表 ２）。 本研究利用 ２０２０ 年模拟的土地利用数据与

同年真实土地利用数据进行模型精度验证，Ｋａｐｐａ 系数大于 ０．８，具有较高可信度，表明构建的 ＭＯＰ⁃ＰＬＵＳ 模

型满足研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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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耦合 ＭＯＰ 与 ＰＬＵＳ 的 ＭＯＰ⁃ＰＬＵＳ 模型流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Ｐ⁃ＰＬＵＳ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ＯＰ ａｎｄ ＰＬＵＳ

ＭＯＰ：多目标规划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ＰＬＵＳ：斑块生成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 Ｐｔａｃ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表 ２　 重庆市土地利用空间变化驱动因素和限制因素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数据类型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数据名称
Ｄａｔａ

获取日期
Ｙｅａｒ

原始分辨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数据来源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社会经济驱动力 人口 ２０１０ １０００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ｅｏｄｏｉ．ａｃ．ｃｎ ／ Ｗｅｂ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ｒｉｖｅｒ ＧＤＰ

到高速公路距离 ２０２２ ３０ｍ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ｏｒｇ ／ ）
到铁路距离

到主干道距离

到一级公路距离

到二级公路距离

到三级公路距离

到政府距离 ２０２２ ３０ｍ ｈｔｔｐｓ： ／ ／ ｌｂｓｙｕｎ．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到火车站距离

气候和环境驱动力 土壤类型 １９９５ １０００ｍ ＨＷＳＤ ｖ １．２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气温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３０ ａｒｃ⁃ｓｅｃ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 ｖ２．１（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ｏｒｇ ／ ）
ｄｒｉｖｅｒ 降水

高程 ２０１６ ３０ｍ ＮＡＳＡ ＳＲＴＭ ｖ３．０
坡度

地表起伏度

归一化植被指数 ２０２０ ３０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ｅｓｄｃ．ｏｒｇ．ｃｎ ／
到水域距离 ２０２２ ３０ｍ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ｏｒｇ ／ ）

限制因素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开放性水面

生态保护区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ｏｒ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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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　 情景设定

本研究根据研究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并参考相关研究［６］ 设置了重庆市未来土地利用变化的四种不同

发展情境。 分别为：惯性发展情景（ＩＤ）、经济优先发展情景（ＥＤ）、生态优先发展情景（ＰＤ）和可持续发展情

景（ＳＤ）。 ＩＤ 情景反映了重庆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历史趋势。 借助 ＭＯＰ 模型设置 ＥＤ 情景、ＰＤ 情景和 ＳＤ 情

景。 通过对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需求进行预测，进而实现 ２０３０ 年重庆市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冲突格局的

模拟。
（１）ＩＤ 情景：区域的发展一般存在发展的“路径依赖”。 惯性发展情景是按照区域历史发展趋势发展的

一种理想情景。 ＩＤ 情景下，通过 Ｍａｒｋｏｖ 链生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转移概率矩阵，以预测 ２０３０ 年的用地

需求。
（２）ＥＤ 情景：重庆市作为 ４ 大直辖市之一，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 ＥＤ 情景模拟出经济产出

最高的用地结构，可以充分利用各用地类型，进而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此情景有助于科学把握经济飞速发

展下重庆市可能面临的土地利用冲突或潜在威胁。 其计算公式如下：

ｆ１（ｘ） ＝ ∑
６

ｉ ＝ １
ｅｃｉ × ｘｉ （１）

式中， ｅｃｉ 为单位土地面积上第 ｉ 种土地类型的经济效益（单位：万元 ／ ｈｍ２）； ｘｉ 为第 ｉ 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ｘ１—６ 别代表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ｆ１（ｘ） 为总经济效益；参考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３５］等对武汉

地区的研究，分别用农、林、牧、渔业产值估算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的经济效益，建设用地的经济效益用第二

和第三产业产值总和进行估算，未利用地没有经济效益，在此将其设为 ０；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的经济数据，通
过灰色预测模型 ＧＭ（１，１）估算 ２０３０ 年各土地类型的经济效益，上述公式可以改为：

ｆ１（ｘ） ＝ ８．０６ ｘ１ ＋ ０．７２ ｘ２ ＋ ２３．３２ ｘ３ ＋ １６．５４ ｘ４ ＋ １５５５．６４ ｘ５ ＋ ０ ｘ６ （２）
则目标优化函数为 ｍａｘｆ１（ｘ） 。

（３）ＰＤ 情景：直辖以来重庆市经济和人口增长迅速，其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威胁［３６］。 如何缓解对生

态环境造成的威胁，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ＰＤ 情景通过设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承载力来保证重庆市

生态的优先发展，ＰＤ 情景可以模拟出生态效益最高的用地结构，进而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 此情景有助于缓

解生态风险，缓和土地利用冲突。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ｆ２（ｘ） ＝ ∑
６

ｉ ＝ １
ｅｓｖｉ × ｘｉ （３）

式中， ｅｓｖｉ 为第 ｉ 种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单位：万元 ／ ｈｍ２）； ｆ２（ｘ） 为总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效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体计算方式参考相关研究［６，３７—３８］。 根据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３９］等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

研究，将建设用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设为 ０，上述公式可以改为：
ｆ２（ｘ） ＝ １．６４ ｘ１ ＋ １６．４５ ｘ２ ＋ ７．５６ ｘ３ ＋ ２８．３７ ｘ４ ＋ ０ ｘ５ ＋ ０ ．２７ｘ６ （４）

生态承载力计算公式如下：

ｆ３（ｘ） ＝ ∑
６

ｉ ＝ １
ｅｃｉ × ｘｉ × １００ － １２( ) ％ （５）

ｅｃｉ ＝ ｑｉ × ｙｉ （６）
式中， ｅｃｉ 为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承载力； ｆ３（ｘ） 为总生态承载力； ｑｉ 为均衡因子，是以第 ｉ 种土地利用类型

的生物生产力比上全球所有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物生产率； ｙｉ 为产量因子，是以第 ｉ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物

产量比上全球同类土地的平均生物产量；根据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４０］ 等对自然资本核算的研究，需要保留 １２％的生

物生产力用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因此在计算 ｅｃｉ 时，将其扣除；根据相关研究［４１］对 ｑｉ 和 ｙｉ 进行赋值，则上述

公式可以改为：
ｆ３（ｘ） ＝ ３．３４ ｘ１ ＋ ０．６１ ｘ２ ＋ ０．２５ ｘ３ ＋ ０．４２ ｘ４ ＋ ３．３４ ｘ５ ＋ ０ ｘ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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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多目标优化函数为 ｍａｘ ｆ２（ｘ），ｆ３（ｘ）{ } 。
（３）ＳＤ 情景：实际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非不可兼顾，两者甚至可以相辅相成。 为了寻找经济增长

和生态建设新的契合点，ＳＤ 情景将经济和生态有机结合，通过设置经济最大化和生态最大化来保证土地利用

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化解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矛盾，促进土地合理、高效的开发利用。 则

多目标优化函数为 ｍａｘ ｆ１（ｘ），ｆ２（ｘ），ｆ３（ｘ）{ } 。
２．３．２　 约束条件

通过 ＭＯＰ 算法优化的目标函数会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基于现有的研究规划以及研究区实际，确定目标

函数的约束条件表 ３：

表 ３　 多目标规划的约束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公式 Ｆｏｒｍｕｌａ 意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６

ｉ ＝ １
＝ ８２４００ １．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总和必须等于研究区总面积。

３２０ ｘ１ ＋ ｘ２ ＋ ｘ３( ) ＋ ３７００ ｘ５
≤ ３７５０００００

２．基于重庆市经济社会历史资料，通过 ＧＭ（１，１）模型预测重庆市 ２０３０ 年人口数小于 ３７５０ 万

人，耕地、林地和草地人口密度为 ３２０ 人 ／ ｋｍ２，建设用地为 ３７００ 人 ／ ｋｍ２。

２３８５．６６ ≤ ｘ５ ≤ ３４４４．３４ ３．建设用地一般比较稳定，很少会向其他用地进行转移，所以设置 ２０２０ 年建设用地面积为下
限，以 Ｍａｒｋｏｖ 链预测的 ２０３０ 年建设用地面积的 １．２ 倍为上限。

２１７０７ ≤ ｘ１ ≤ ３７４０９．８
４．基于重庆市历史土地利用数据可以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耕地呈现出减少的态势，转化
为其他用地，且这种转化通常都是不可逆的，所以设置 ２０２０ 年耕地面积为上限，参考《全国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调整方案》，对耕地面积的下限进行设置。

ｘ３ ＋ ｘ６ ≥ ８２４００ × ２．５％ ５．设置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之和的占比不低于 ２．５％，以满足土地利用多样性的需求。

０．４６ ｘ１ ＋ ｘ２ ＋ ０．４９ ｘ３
≥ ８２４００ × ６６％

６．以生态绿当量计算森林覆盖率，参考 Ｌｉｕ Ｙａｎｆａｎｇ［４２］ 等对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研究将耕地、
林地以及草地的当量系数分别设为 ０．４６、１．００ 和 ０．４９。 设置重庆市森林覆盖率不能低于 ２０２０
年的 ６６％覆盖率。

１．６４ ｘ１ ＋ １６．４５ ｘ２ ＋ ７．５６ ｘ３
＋ ２８．３７ ｘ４ ＋ ０．２７ ｘ６ ≥ ６５４８６８１４２１

７．设置 ２０２０ 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下限，２０３０ 年重庆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应超过 ２０２０ 年
水平。

６９５９．９５ ≤ ｘ３ ≤ ７５９８．１０ ８．设置 ２０２０ 年草地面积为上限，以 Ｍａｒｋｏｖ 链预测的 ２０３０ 年草地面积为下限。

１３３５．９０ ≤ ｘ４ ≤ １４８２．５７ ９．基于重庆市历史土地利用数据可以发现，重庆市水域面积呈现扩大趋势，所以设置 ２０２０ 年
水域面积为下限，以 Ｍａｒｋｏｖ 链预测的 ２０３０ 年水域面积为上限。

０ ≤ ｘ６ ≤ １９．１７ １０．无论哪一种发展情景，对于未利用地的开发都需要充分且合理，所以设置 ２０２０ 年未利用地
面积为上限，下限设置为 ０。

ｘｉ ≥ ０，ｉ ＝ １，２，…，６ １１．每一个限制变量都必须是非负值。

首先将不同情境下的目标函数以及约束条件导入 ＬＩＮＧＯ １８．０ 中进行求解，从而获得 ２０３０ 年三情景下的

土地利用需求。 其次，将不同情景的土地利用需求数据导入 ＰＬＵＳ 模型中，模拟出 ２０３０ 年不同情景下的土地

利用格局。 最后，通过空间化土地利用冲突指数实现对 ２０３０ 年重庆市不同发展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冲突格局

的模拟。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冲突多尺度时空分异

３．１．１　 县域尺度

根据县域土地利用冲突指数的累计频率曲线分布特征和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呈倒“Ｕ”型演变规律，结合自

然间断点分级法分为四个等级：Ⅰ轻度冲突（０．００，０．１２）、Ⅱ一般冲突［０．１２，０．２５）、Ⅲ中度冲突［０．２５，０．４０）和
Ⅳ重度冲突［０．４０，１．００）。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县域土地利用冲突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显著，土地利用冲突空间分布与海拔高度存在

极强的耦合性（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重度冲突区主要分布在重庆中心城区及周边的永川区。 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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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区由渝中区为核心逐渐向外扩张，且重度冲突区占比持续增大，这些区域海拔较低，历史发展早，人口密

度大，经济发达，是重庆市传统核心区，主要用地类型为城镇建设用地与工业用地，对土地资源的需求较高，但
存量土地极少，是不同利益者争夺的热点区域，进而引发重度冲突。 土地利用轻度冲突区主要分布在渝东北

的大巴山区、渝东南的武陵山区，这些区域海拔较高，山地占比较大，地形复杂，植被覆盖度高，平坝土地相对

短缺，但人口密度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为干扰较少，因而为轻度冲突区。 土地利用中度冲突区主要分布

在重度冲突区周围的渝西地区，研究期内一般冲突区占比不断增加，分析认为伴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城市规模

不断扩大，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向迅速扩张，城市核心城区土地利用矛盾的加剧，城市发展必然向周边寻求更大的

发展空间，进而侵占周边的生态用地。 因此，随着城市的发展，土地利用重度、中度冲突区在空间上存在较为明

显的周边扩散效应，土地利用冲突的扩散一般伴随着经济扩散。 研究期内，重庆市县域土地利用冲突指数呈现

上升趋势，土地利用冲突均值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０．１９ 增加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０．３０，土地利用冲突未得到明显改善。

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县域尺度土地利用冲突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２０

Ⅰ：轻度冲突；Ⅱ：一般冲突；Ⅲ：中度冲突；Ⅳ：重度冲突

３．１．２　 镇域尺度

根据镇域土地利用冲突指数的累计频率曲线分布特征和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呈倒“Ｕ”型演变规律，结合自

然间断点分级法分为四个等级：Ⅰ轻度冲突（０．０００，０．０６９）、Ⅱ一般冲突［０．０６９，０．０７５）、Ⅲ中度冲突［０．０７５，
０．１４４）和Ⅳ重度冲突［０．１４４，１．０００）。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镇域尺度土地利用重度冲突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及永川区，零星分布在其他区

县乡镇，且重度冲突区分布地区海拔均较低，土地利用重度冲突空间分布与县域尺度有一定共性；土地利用轻

度冲突区分布格局与县域尺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主要分布地区地势较高，地形崎岖，人为干扰较少（图 ３）。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重庆市土地利用轻度冲突区覆盖广泛，土地利用重度冲突区则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且数量较

少。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重庆市土地利用冲突在乡镇地域体现较为明显，由于在该阶段重庆市城镇化水平较低，乡
村人口外流较少，人口大量在乡镇地区进行生产生活，且生计对耕地依赖性较大，农业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

源，导致耕地利用多样化与利用强度较大，导致乡镇地区土地利用冲突等级相对较高，中度冲突区分布较广。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镇域尺度土地利用冲突相较之前虽有所缓解，但冲突程度仍在日益加深。 伴随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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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对建设用地的需求迅速扩大以及乡村人口大规模

析出农业向城市地域的流动就业［４３］，推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展导致城市成为土地利用冲突迅速提高，成为土地

利用冲突的核心地域。 在该阶段中心城区作为经济和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土地利用冲突重度区面积不断扩

张，表明此区域土地利用冲突较为严峻。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轻度冲突区急剧减少，转化为中度冲突，同时重度冲

突区数量大幅增加，表明重庆市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整体上提高镇域尺度上全市的土地利用的冲突程度。

图 ３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镇域尺度土地利用冲突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ｔ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２０

３．１．３　 格网尺度

根据格网土地利用冲突指数的累计频率曲线分布特征和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呈倒“Ｕ”型演变规律，结合自

然间断点分级法分为四个等级：Ⅰ轻度冲突（０．０，０．３）、Ⅱ一般冲突［０．３，０．５）、Ⅲ中度冲突［０．５，０．７）和Ⅳ重度

冲突［０．７，１．０）。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格网尺度上土地利用冲突强度与空间聚集程度呈现出上升趋势，变化较大的区域

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建成区及其周边地区（图 ４）。 不同于县域和镇域尺度的是，在格网尺度下土地利用冲突

发生的空间位置更加详细具体。 重度冲突区显著增加，空间集聚程度逐年上升，主要分布区域位于中心城区

及其周边地区。 该类地区地形相对平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经济密度人口密度大，人为干扰剧烈，导致土

地利用冲突强度相对较高。 土地利用轻度冲突区整体上也呈现出一定的增加趋势，增加区域主要分布于重庆

大巴山区和重庆武陵山区。 该类地区海拔较高，地形地貌复杂，地形崎岖，山地占比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整体上人为干扰剧烈程度不高。 但 ２００５ 年以后土地利用轻度冲突区增加明显，分析认为我国退耕还林还

草、石漠化治理、坡耕地水土保持治理等多种生态修复建设的不断增强，同时乡村人口外流的持续发展，共同

驱使区域景观脆弱性降低，其中渝东北及渝东南地区土地利用冲突等级降低相对显著，大量坡耕地转化为草

地、林地，并且部分低质量旱地出现弃耕、撂荒等现象，整体上区域景观脆弱性降低，导致该阶段土地利用中度

冲突区面积缩减明显，少部分转化为一般冲突区。 总体上，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格网尺度上重庆市土地利用冲突没

有显著缓解，变化较大区域集中在中心城区、各区县建成区及其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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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格网尺度土地利用冲突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ｔ ｇｒｉｄ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２０

图 ５　 不同发展情景下 ２０３０ 年重庆市土地利用冲突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ｎ ２０３０

ＩＤ：自然发展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Ｄ：经济优先发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Ｄ：生态优先发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Ｄ：可

持续发展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２　 土地利用冲突格局多情景模拟

格网尺度下土地利用冲突发生的空间位置更加详细具体，因此本研究在格网尺度上模拟重庆市未来不同

发展情境下的土地利用冲突空间分布格局。 ２０３０ 年重庆市不同发展情景模拟下的土地利用冲突空间分布格

局与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土地利用冲突空间格局特征保持较高的相似性，但也存在一定差异（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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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 年不同发展情境下土地利用轻度冲突区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重庆大巴山区及重庆武陵山区，土地利

用重度冲突区依旧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及各区县建成区及其周边地区。 表明土地利用冲突分布与社会经济

发展集中区存在重叠，并在空间扩散上受地形地貌限制显著，导致土地利用冲突在部分地区的持续增强而无

法向周边溢出。 土地利用冲突主要是由于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冲突所引起的，但当其作用于土地利用时会受到

自然环境本底的影响，使其无法突破海拔的限制向地势更高地区蔓延，只能围绕已有冲突地区在地势较为平

缓地区扩张。
不同发展情景模拟下，土地利用冲突的空间分布以及冲突等级均有较大的不同。 ＩＤ 情景延续了区域历

史发展趋势，土地利用轻度及重度冲突区均向四周扩张相对缓慢，但面积持续增大，而中度冲突区出现一定的

缩减趋势。 由于 ＩＤ 情景下区域经济社会按照历史发展演化趋势惯性发展（表 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

极化效应持续增强，受地形限制，土地利用冲突重度区空间上向周边扩散溢出缓慢，景观脆弱度提高，进而冲

突等级提高，在中心城区以及各区县中心地区表现最为明显，整体上表现出土地利用冲突轻度及重度冲突区

扩张缓慢（图 ５）。 ＥＤ 情景下是土地利用冲突演化最显著的情景，土地利用重度冲突区均广泛分布，此情景是

以经济快速发展为核心诉求，忽视生态文明建设等，从而导致土地利用重度冲突区明显扩展（图 ５），土地利用

冲突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ＰＤ 情景下，土地利用轻度冲突区面

积显著增加，并集中分布在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同时土地利用重度冲突区缩减明显。 ＰＤ 情景以生态优先发

展为目标，从而有效的抑制了土地利用重度冲突的外延扩张。 ＳＤ 情景协调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由于受到了 ＭＯＰ 约束条件的限制，其土地利用结构以及土地利用冲突程度更加稳定和缓和，其各等级土地利

用冲突水平在所有情景中均处于中间水平（图 ５）。

表 ４　 不同发展情景模拟下重庆市 ２０３０ 年土地利用结构 ／ ％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ｎ ２０３０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０

ＩＤ 情景
Ｉ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ＥＤ 情景
Ｅ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ＰＤ 情景
Ｐ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ＳＤ 情景
Ｓ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生态用地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９７．０８ ９５．３５ ９５．７４ ９７．０３ ９６．２９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４５．４１ ４４．５８ ４３．６０ ４４．２９ ４４．０６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４０．８３ ４１．０９ ４１．３６ ４１．９２ ４１．３６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９．２２ ７．８３ ９．１６ ９．１６ ９．１６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１．６２ １．８５ １．６３ １．６７ １．７１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２．９０ ４．６３ ４．２４ ２．９５ ３．６９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ＩＤ：自然发展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Ｄ：经济优先发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Ｄ：生态优先发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Ｄ：可

持续发展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生态用地：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的总和

３．３　 不同发展情景下土地利用冲突演化分析

为了评估不同发展情景下土地利用冲突缓解效果，计算重庆市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以及未来 ２０３０ 年不同发展

情景下的各等级土地利用冲突区面积占比，绘制重庆市各发展情景下土地利用重度冲突、重度和中度冲突及

一般冲突等级土地利用冲突占比变化趋势（图 ６）。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土地利用重度冲突区面积占比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２．３２％上

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４１％，重度冲突面积扩张明显，表明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人地矛盾逐渐加剧，土地利用冲突

加深。 重度冲突面积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间大面积缩减，主要原因与我国推行的退耕还林还草、石漠化综合治

理、 “长防”工程建设、水土流失治理等一系列生态修复建设有关。 从土地利用重度冲突区的模拟结果来看，
ＩＤ 情景延续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使重度冲突继续向外扩张；ＥＤ 情景为模拟最为严峻情景，重度冲突面积占比

最大；ＰＤ 和 ＳＤ 情景下，土地利用重度冲突区占比趋势发生扭转，表明土地利用冲突有所改善，ＰＤ 情景为模

拟最优情景，土地利用重度冲突区面积占比最小，ＳＤ 情景略优于 ＰＤ 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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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发展情景下 ２０３０ 年重庆市土地利用冲突不同等级占比演化趋势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ｎ ２０３０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重度和中度区冲突面积占比变化幅度较小，仅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间波动较大。 从模

拟情况来看，不同情景下的演化均表现为下降趋势，中度冲突区大幅缩减，逆向转化为较低等级的冲突区，土
地利用冲突得到一定控制。 ＳＤ 情景为模拟土地利用冲突最优情景，ＰＤ 情景次之；不同情景呈现下降趋势的

原因不同，ＩＤ 和 ＥＤ 情景下优先目标是经济保持发展，城镇、工矿等建设用地继续外延式扩张，农村大量劳动

力析出农业进入非农领域就业，城市规模持续扩张。 乡村常住人口密度显著降低，耕地利用出现一定非粮化、非
农化趋势，土地弃耕、撂荒等现象普遍，土地利用强度出现下降，导致土地利用轻度冲突区的扩张现象。 ＰＤ 和 ＳＤ
情景下，政府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土地利用冲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显著缓解。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土地利用一般轻度冲突区面积占比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 但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出

现了转折，这与重度冲突区变化趋势相反，一般冲突区面积大幅增加，这也主要得益于区域实施的一系列生态

修复措施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从土地利用一般冲突区的模拟情况来看，不同情景下的演化均呈上升趋势。
ＳＤ 情景下土地利用一般冲突区面积占比最大，ＰＤ 情景次之，一般冲突区面积占比在 ＥＤ 情景下最小。

整体上，ＰＤ 和 ＳＤ 情景下的土地利用策略可以有效改善重庆市土地利用冲突，缓解人地矛盾。 但是 ＰＤ
情景以生态保护为最终目标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甚至会阻碍经济发展，进而影响重庆市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从区域发展的总福利来看，过于追求经济或生态单一发展目标，都将损害区域发展的总福利。
因此，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 ＳＤ 情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控制了土地利用冲突程度，并实现了较

高的经济发展和较好的生态保护，其区域发展总福利更高，是区域发展更好的路径选择。

４　 讨论

４．１　 土地利用冲突多尺度时空演化特征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不同尺度下的土地利用重度冲突区呈现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冲突等级较低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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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相应的出现缩减趋势。 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现有城镇建设用地

无法已满足城市发展空间的需求，城镇建设用地外延式持续扩张，占用大量耕地及部分生态用地，整体上土地

利用冲突也不断增强。 土地利用冲突变化情况与官冬杰等［４４］、杨远琴等［４５］、马世五等［４６］ 对重庆三峡库区土

地利用冲突和生态质量变化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土地需求急剧增长，驱动区域

土地利用冲突的强度。 重庆市县域、镇域及格网不同尺度下的土地利用冲突格局存在一定共性，冲突等级在

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相似性。 由于土地利用冲突不仅受到人为经济社会活动的驱动，同时也受自然本底环境

的影响限制。 经济活动追求最大效益总是倾向于利用平坦的易开发土地，这就决定了不同空间尺度下，重度、
中度土地利用冲突区始终主要分布在经济活动密度大而海拔较低、地势相对平坦的中心城区及其周围辐射地

区，轻度、一般土地利用冲突区则始终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植被覆盖度较高、地势相对崎岖，人为经济社会活

动较弱的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其分属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
但县域、镇域及格网不同尺度下的土地利用冲突格局也存在一定差异。 格网尺度下，由于研究空间尺度

相较于其他两个尺度更小，不同等级土地利用冲突发生的空间位置与边界、空间格局变化更加具体和准确。
镇域尺度相较网格尺度，在土地利用冲突位置与边界确定上不如网格尺度精细，但可以明确土地利用冲突等

级区在乡镇的明确位置，乡镇尺度发展水平差异太大， 存在土地利用冲突等级阈值划分相对不准确的问题。
县域尺度由于评价单元大，只能相对反映区县间土地利用冲突纵向时间维度的空间变化和不同区县间土地利

用冲突等级变化及空间变化，不能具体反映区县内部土地利用的竞争冲突的空间变化。 乡镇尺度和格网尺度

更能具体的反应土地利用竞争冲突的细部动态变化，对土地利用冲突管理精准施策提供了有效支持。 县域和

镇域尺度下的空间幅度及粒度均高于及格网尺度，这就导致县域和镇域尺度研究的分辨率较低，小范围内的

景观易被模糊或忽略，这并不意味着县域和镇域尺度下的研究结果失真。 格网尺度以微观视角进行评估，可
精细化反映区域内部土地利用冲突的细部变化特征，但其无法反应整体特征，不利于土地利用冲突的优化调

控管理。 不同尺度下的土地利用冲突研究均有其对应的实践目标，研究不同尺度下的土地利用冲突变化，揭
示其时空演化特征，为从不同层次管理维度解决土地利用冲突问题提供了支持。 因此，从优化调控的管理者

视角出发，针对不同层次管理部门，在优化调控实践中，要根据调控目标，针对不同范围选择不同尺度的研究

结果为土地利用冲突管理提供支持。
４．２　 土地利用冲突情景模拟模型分析

土地利用规划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配置方案，方案要达到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
满足不同利益主体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并需求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更好的推动区域土地资源合理

利用和区域发展。 用地结构不合理是土地利用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在数量上合理分配土地利用资源，在空

间上优化用地结构，降低土地利用冲突强度，就成为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 以往土地利用模拟所

采用的传统方法并不能很好实现土地资源的数量优化以及土地资源的空间格局优化。 因此，科学合理的模拟

土地利用变化就成为缓解土地利用冲突的重要基础。
ＭＯＰ⁃ＰＬＵＳ 模型由 ＭＯＰ 和 ＰＬＵＳ 模型组成，有效的实现了土地资源数量与空间格局的优化。 ＭＯＰ 是一

种自上而下的算法，通常指的是问题解决过程中从高层级到低层级的方法，问题被分解为多个相互关联或相

互依赖的子问题，并按照优先级进行逐步处理。 通过综合所有子问题的解决方案或通过迭代过程，得到整体

问题的最优解或近似最优解。 ＭＯＰ 算法可以解决具有相互冲突目标的复杂模拟过程，使土地利用需求在各

种条件的约束下达到不同情景设定的特定目标。 ＰＬＵＳ 模型与以往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相比，提出了土地

扩张分析策略和多类型种子生长机制，使土地利用格局模拟可以更加贴近客观的模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
ＰＬＵＳ 模型在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模拟需要先预测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总需求量作为模型约束，而ＭＯＰ 可提供不

同发展情境下的土地利用数量。 ＭＯＰ 耦合自下而上的 ＰＬＵＳ 模型可有效实现不同发展情景下土地利用的数

量与空间演变模拟，结合 ＭＯＰ 自上而下的数量优化和 ＰＬＵＳ 模型自下而上的空间优化两个方面，则可以同时

优化土地利用的数量结构和空间变化格局。 ＭＯＰ⁃ＰＬＵＳ 模型可以为不同的区域设置具有区域特征的情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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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约束条件，在土地资源定量优化的基础上同时实现土地利用空间优化，使研究结果更加贴近土地利用变

化的客观实际。
重庆不同于其他平原省份，山地面积占比高，地形崎岖，山地植被覆盖度较大，地形地貌对经济社会发展

影响显著。 地形地貌对经济社会活动具有显著的空间限制作用，在土地资源尚有存量的前提下，在效益最大

化原则驱动下，经济活动总是趋向于需求效益产出更高的土地资源。 因此本研究在充分借鉴 Ｌｉａｎｇ Ｘｕｎ 等［３３］

研究武汉市土地利用模拟设置的驱动因子基础之上，结合了 Ｌｉ Ｙｕｅｃｈｅｎ 等［３４］ 对重庆市土地利用变化模拟研

究，将研究区归一化植被指数和地形起伏度纳入土地利用模拟的驱动因子，并约束了研究区生态系统功能服

务价值，这在本质上将土地利用竞争冲突发生区界定在了相对适宜开发的土地资源之上，也更突出了生态空

间变化的模拟，对山地地区土地利用模拟研究是合理的。
未来在设置不同情景的约束条件时，需要更好地融合政府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政策因素，以进

一步提升研究的可信度与实用性。 同时，针对城市土地利用垂向开发明显、地下空间用于城市基础服务等问

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对土地利用冲突的影响，构建更为完善的模型来开展模拟研究。
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反映实际情况，而且能够为城市发展规划和管理提供更全面、更可靠的科学依据。

５　 结论与建议

文章基于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构建了土地利用冲突识别模型，从格网微观、镇域局部以及县域宏观三个尺

度分析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土地利用冲突时空演化特征及演变规律，并耦合 ＭＯＰ⁃ＰＬＵＳ 模型模拟了 ２０３０ 年

重庆市不同发展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冲突演化。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１）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重庆市土地利用冲突有所加剧，重度冲突区面积占比增加了 ３．０９％。 不同尺度下的土

地利用冲突空间格局存在较大相似性，土地利用重度冲突区主要分布于海拔较低、人口稠密以及经济发达的

中心城区及其周边地区，区县建成区。 土地利用一般冲突区主要分布在地形崎岖、海拔较高以及人为干扰较

少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
（２）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重庆市土地利用冲突区主体位于乡村地域，整体冲突度低。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

乡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城市规模急剧扩大，２００５ 年后土地利用冲突热点区域的

城市地域集聚效应显著，城市及周边地区土地利用冲突区面积和土地利用冲突度显著提升。
（３）以经济活动为表征的人类活动干扰和自然生态环境基底中地形地貌对土地利用空间约束作用共同

决定了重庆市土地利用冲突空间格局特征。 在自然本底条件相似的情况下，经济社会发展因素是区域土地利

用冲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地形地貌对土地利用空间的限制，加剧的了区域土地利用冲突重度的发展。
（４）不同发展情景中的可持续发展情景下，重庆市总体土地利用冲突水平最低，中度和重度冲突区面积

占比为 ２５．３１％，是区域未来最优发展路径。 但土地利用重度冲突区依然存在于中心城区及周边、各区县中心

地带。 区域土地利用冲突的调控应以区域结果最优为原则，追求区域发展总福利最大，并在不同尺度上有针

对性制定不同维度的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体系。
为应对土地利用冲突，重庆市应根据发展目标，制定科学适用的“多规合一”规划，进行土地资源利用空

间重构，促进生活、生产、生态“三生”空间合理布局和优化，协调城乡发展空间关系，缓解土地利用冲突。 针

对不同等级的土地利用冲突区制定不同的土地利用管理策略：（１）土地利用中度和重度冲突区，应该合理规

划城市发展空间结构，合理规划城镇、工矿等建设用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 （２）土地

利用冲突轻度和一般冲突区，应该强化城镇开发边界，合理规划用地结构，增强土地使用的多功能性，提高土

地利用集约度，落实基本农田保护管理等土地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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